
清代剃发政策再论
———兼与鱼宏亮先生商榷

张　 闶

　 　 摘　 要：众所周知，剃发留辫为满人习俗，随着统一全国进程的发展，将剃发习俗推行至中原汉地及部

分边疆地区，历时整个清代而不废。 但是，鱼宏亮先生最近撰文指出，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雍、乾时

期宫廷画师所绘制的皇帝、后妃、侍从的常服画像，以及外国使节所带画师所描绘的清朝官、民画像，“剃发

易服”在清代并不是一个严格的限制性法令。 这一结论看似具有颠覆性，但该文的史料运用、逻辑论证都

存在较大瑕疵，因而结论不能成立。 只要综合利用、科学解读相关满汉文档案文献及图像史料，便可还原

清代剃发政策实施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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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剃发留辫是清代满人的习俗。①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统治范围内实行剃发政策，这是对明清史稍

有了解的人都很熟悉的一段历史。 满人剃发习俗及强制推行带来的负面后果，前辈史家已多有精辟

论述，基本结论大致相同。② 随着史学发展趋势的变化，剃发政策的研究开始引入身体史、政治文化

史的视角，但学者对剃发政策的总体认识和评价，与先行研究并无差别。③ 最近，鱼宏亮先生在《清华

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发式的政治史———清代剃发易服政策新考》一文，④提出了全然不同的看法，以
下是其文章摘要：

“剃发令”是明清易代之际伴随满洲政权南下攻取明朝地方所实行的一项重要归化措施。
随着全国性的清朝统治政权的建立，剃发易服变成了清朝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辫发和满

洲服饰成为清代中国人的一项重要身体标志。 学界一般都认为，剃发易服政策的实施，对清朝建

立政治权威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但是，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雍、乾时期宫廷画师所绘

制的皇帝、后妃、侍从的常服画像，以及外国使节所带画师所描绘的清朝官、民画像，我们发现

“剃发易服”在清代并不是一个严格的限制性法令，在不同时期，清朝宫廷中曾经以模仿和穿戴

明人“衣冠”为时尚，因此在宫廷画师的写实性描绘中留下了大量身穿明代服饰的人物图像。 根

据此一现象的提示，我们发现大量明末野史中渲染的“剃发易服”“扬州十日”“留发不留头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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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发”等历史叙事，都带有政治动员的色彩，与历史现实有较大差距。 本文利用公、私档案、中
外图像资料，考证了“剃发令”实施的过程，以及此一法令在不同士、民阶层中的不同适用，指出

不受剃发令限制的几种情形，以及满洲贵族在私人生活中发型服饰上特定时期的不同风尚。 最

后指出，“剃发易服”历史记忆的强化是在晚清革命思潮兴起之时的政治动员符号，根据数据库

的统计，“剃发易服”历史叙事与革命思潮兴起具有同步性。

另在文中总结了“剃发易服”政策的五个阶段，这同样是该文的一个重要结论：

第一个阶段是在关外时期对掳掠人口进行的带有降服意义的政策时期。 第二阶段是顺治元

年入关进入北京城起废止了关外实行的剃发之令。 第三阶段是顺治二年起到顺治八年多尔衮去

世，由多尔衮主政的清廷在全国颁布了厉行剃发易服的措施。 第四个阶段是顺治八年顺治亲政

后逐渐开始放松，直到乾隆前期，有关发式与服饰的禁令全面松弛，除了官方的场合外，私人生活

与民间社会的发型与服饰全面恢复了原汉人的习俗。 第五个阶段从乾隆中期开始到清末，由于

乾隆皇帝对满族习俗的强调，更多地是来自于社会习尚的变化，官方的发型与服饰开始向下漫延

到民间，满族发型、服饰开始以一种时尚的形式变成中国人的代表性标志，直到晚清时期剪辫易

服风潮，伴随着革命的暴风雨，满族衣冠习俗退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鱼文”的结论颇具冲击力，是对以往剃发政策研究结论的颠覆。 如果能够成立，将在很大程度

上改写清代政治史、文化史。 但遗憾的是，“鱼文”无论是在史料运用，还是在逻辑论证方面，都存在

较大瑕疵，导致其主要结论和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剃发政策，不仅是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

题，也是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一段历史。 为辨析历史真相，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满汉文档

案、文献，并辅以图像史料，重新探讨清代剃发政策。
在论证之前，需要首先做必要的说明。 在讲述清初历史时，一般人习惯把“剃发”和“易服”连用，称

为“剃发易服政策”。 然而，“剃发”与“易服”虽有紧密关联，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政策，两者实施的力度亦

不尽相同。 这一点，前辈史家有着清楚的认识。 郑天挺先生在《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一文中，
就将两者分开论述，第七部分为“剃发”，第八部分为“衣冠”，并说“顶发一剃不易复留，衣冠旧者也不易

即毁，因之人民服装时有反复，而政令也时有张弛”。① 冯尔康先生虽然将二者合并探讨，但在文中也说

“看来，在薙发令上清朝一点也不含糊。 而易衣冠，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执行不那么严格，但是绝对不

许官员绅衿仍着明式服装”。② “鱼文”对二者则没有作明确区分，有时将“易服”方面的史料，用来论

证“剃发”。 为避免混淆，本文的讨论范围严格限定在“剃发”政策，“易服”政策暂不讨论。

一、“剃发”不是临时性政策

“鱼文”认为，“蓄发案多集中在顺治三、四、五年，即顺治亲政前多尔衮辅政时期。 文书中上奏的罪

名用语亦不规范，有‘不剃头’‘发长不剃’‘违禁留发’等名目，说明这一政策非正式法律，乃一临时政

策”。 这一结论与历史事实有所偏差。 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长一些，考察一下清入关前后几十年剃发

政策的实施情况，就可知道剃发是伴随清（金）人对明朝的军事征服而一直实行的政策，不是临时政策。
弩尔哈齐自 ２５ 岁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以来，首先统一建州女真诸部，其次逐步削平海西女真四部。

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的风俗习惯并无差异，因此在统一女真诸部的过程中，不会涉及剃发问题。 《满
洲实录》插图“太祖计杀诺密纳、鼐喀达”中诺密纳和鼐喀达的头、“太祖宥养理岱”中理岱及其随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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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见图 １）、“斋萨献尼堪外兰首”中建州女真土伦城主尼堪外兰的首级、“太祖养蒙格布禄”中海西

女真哈达部首领蒙格布禄的头（见图 ２）等图画，均是剃发留辫的造型，就是明证。①

　 　 　 　 　 　
图 １　 《满洲实录》“太祖宥养理岱”图局部 图 ２　 《满洲实录》“太祖养蒙格布禄”图局部

剃发政策，只可能出现在与明朝决裂后。 天命三年（１６１８）四月十三日，弩尔哈齐以“七大恨”告
天，与明朝正式决裂，首先攻克抚顺、清河等地。 天命四年二月，金国在萨尔浒之战中获得对明军的决

定性胜利，从此在对明战争中占据攻势地位。 《满文老档》中关于剃发的明确记载出现在天命六年三

月攻破辽东城后。 满文原文记载“ｃｏｏｈａ ｄｏｓｉｃｉ． ｈｅｃｅｎ ｉ ｎｉｋａｓａ ｃｅｎｉ ｃｉｓｕｉ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意为“大军入城，城
内汉民自行剃发”。② 通过此段记载，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满文“ｃｉｓｕｉ”意为“自行”“私下”“擅自”等，表示剃发是辽东汉人在兵临城下、走投无路时

主动所为，而非归降后被迫所为。 说明在明金对峙前线的辽东汉人熟知金人的剃发文化习俗，亦明了

剃发为放弃抵抗、投降归顺的重要象征。 可见早在天命年间，剃发对辽东汉人而言，就已经具备了鲜

明的文化功能。
其次，满文“ｕｊｕ”意为“头”，“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意为“剃头”。 因此，我们常说的“剃发”政策，严格来说应称之

为“剃头”政策。 满文中指代“头发”的词汇为“ｆｕｎｉｙｅｈｅ”，或“ｕｊｕ ｉ ｆｕｎｉｙｅｈｅ”（头的发），但在早期满文原创

档案文献（如《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没有出现“ｆｕｎｉｙｅｈｅ ｆｕｓｉｆｉ”（剃发），一直是写作“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剃头）。 大概是因为“剃头”不大好听，所以将“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翻译为“剃发”。 直到满文《清世祖实录》
中，才出现“ｆｕｎｉｙｅｈｅ ｆｕｓｉｆｉ”一词，③显然这是从汉文《清世祖实录》中“薙发”翻译过来的，而不是满文原本

的用法。 此后的实录，满文本均是从汉文本翻译而来，“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和“ｆｕｎｉｙｅｈｅ ｆｕｓｉｆｉ”便二者均用了。
此后，太祖朝《满文老档》中又数次出现关于剃发的记载。 如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弩尔哈齐

在致额驸恩格德尔和喀尔喀五部贝勒的书信中，都提到了河东汉人剃发归降之事。④ 天命七年正月，
在致喀尔喀五部贝勒的书信中，更进一步说：“šａｎａｈａ ｃｉ ｅｂｓｉ ｇｅｍｕ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 ｍｉｎｉ ｇｕｒｕｎ ｏｈｏｂｉ． ” （自山

海关以东皆已剃发归降我国。）⑤同月，弩尔哈齐在给镇武堡明军士兵劝降书中说：“ ｊｕｓｅ ｓａｒｇａｎ 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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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实录》卷一插图《太祖计杀诺密纳、鼐喀达》，卷一插图《太祖宥养理岱》，卷二插图《斋萨献尼堪外兰首》，卷
三插图《太祖养蒙格布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沈阳：辽宁民
族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６ 册，第 １６—１７、２０—２１、３４—３５ 页；第 ７ 册，第 ０４—０５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２ 册，太祖朝第三函，天命六年三月十九日，沈阳：辽宁民族出版
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８６８—８６９ 页，汉译文见第 １９ 册，第 ６４ 页。
满文《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五，顺治十一年七月己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满文档案全文检索系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２ 册，太祖朝第三函，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三日，“ｂｉｒａｉ ｄｅｒｇｉ ｎｉｋａｎ
ｇｕｒｕｎ ｂｅ． ｇｅｍｕ ｄａｈａｂｕｆｉ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ｈａｂｉ． ”（河东汉人皆已剃发归降）；“ｈａｎ ｉ ｂｅｙｅ ｌｉｙｏｏｄｕｎｇ ｎｉ ｈｅｃｅｎ ｄｅ ｔｅｈｅｂｉ． ｂｉｒａｉ
ｄｅｒｇｉ ｇｕｒｕｎ ｇｅｍｕ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 ｍｉｎｉ ｄａｈａｂｕｈａ ｇｕｒｕｎ ｂｅ ｓｕｗｅ ａｉｎｕ ｇａｉｍｂｉ． ”（汗已驻跸辽东城，河东乃我征服之地，其国
人皆已剃发归降，尔等何故掠之），第 ８８３、８８５ 页，汉译文见第 １９ 册，第 ６５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４ 册，太祖朝第五函，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第 １５１９ 页，汉译文
见第 １９ 册，第 １１５ 页。



ｆａｋｃａｆｉ ｊｏｂｏｒｏ ａｎｇｇａｌａ．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 ｈūｄｕｎ ｄａｈａｃｉ ｓａｉｎ ｋａｉ． ” （与其受妻离子散之苦，何如剃发速降之善

哉。）①天命七年二月初四日，记载“ｍｕｓｅｉ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 ｄａｈａｈａ ｎｉｋａｎ． ｍｏｎｇｇｏ ｄｅ ｕｂａšａｆｉ ａｍａｓｉ ｊｅｋｕ ｇａｊｉｈａ． ”
（剃发归顺我之汉人叛投蒙古，又反来夺粮。）②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在金人心目中，剃发就是纳入金国统治的最重要表征。 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天命七年时金国尚未控制山海关以东全部土地，山海关以东汉人自然没有全部剃发。 但是，弩尔

哈齐向蒙古喀尔喀五部申明“自山海关以东皆已剃发归降我国”，一是说明他已将整个辽东地区都视

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绝不容蒙古置喙；一是说明在弩尔哈齐心中，未来整个辽东纳入版图后，辽东汉人

都要剃发。 不过此时剃发政策尚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即老年人可以例外。 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
堂谕外城说：“ｙａｙａ ｂａ 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 ｈūｄｕｎ ｄａｈａｃｉｎａ． ｄａｈａｈ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ｍｅｎｉ ｍｅｎｉ ｈｅｃｅｎ 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 ｄａｈａｍｅ ｗａｊｉｈａ ｓｅｍｅ ｈａｎ ｄｅ ｈｅｎｇｋｉｌｅｍｅ ａｃａｎｊｕ．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ｍｂｉｈｅｄｅ． ｓａｋｄａｓａｉ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ｒａｋū ｏｋｉｎｉ．
ｔｅｒｅｃｉ ａｓｉｈａｓａ ｇｅｍｕ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ｋｉｎｉ． ”（凡地方之人，皆速剃发归降。 各城之人剃发归降以后，宜前来叩见

汗。 老年人可不剃发，年少者皆令剃发。）③郑天挺先生的论断“清太祖天命四年以后，凡其他部族投

降加入满洲集团的，无论汉人朝鲜人，全以剃头为唯一表示……在以前纪天命三年下抚顺，四年下开

原，全没说削发剃发事，可知天命四年以前尚无此例”是正确的。④

皇太极在位期间，是清朝（金国）军事实力迅速扩张的时代，对明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 在他于

崇德八年（１６４３）驾崩前，明朝在山海关以东仅剩几座孤城，关外土地皆为清朝占有。 因此，在天聪、
崇德年间，关于剃发的记载迅速增加，且和清朝（金国）的军事进展紧密相关。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十月，皇太极率军入关征明。 十月二十七日，阿巴泰、阿济格等攻克龙井关，明
洪山口参将、汉儿庄副将来援，为金军所败。 金军至汉儿庄外，正欲招降，莽古尔泰等至，言“ ｆｕｊｉｙａｎｇ
ｎｉ ｆｅｊｅｒｇｉ ｄｚｏ ｉｎｇ ｈａｆａｎ ｌｉｉ ｆｕｎｇ． ｈｅｃｅｎ 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 ｇａｉｆｉ ｄａｈａｆｉ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ｈａ． ”（有副将属下左营官李丰率城

内人剃发出降），⑤金军遂入城。 十一月初一日，金军攻遵化时，莽古尔泰擒获明中军一员，皇太极说：
“ｅｒｅｂｅ ｕｊｉｋ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 ｕｊｉｃｉ． ｅｍｕ ｂａｄｅ ｔｕｓａ ａｒａｍｂｉ． ”（可收养之。 养人，必有益处。）于是将此人“ｔｅｒｅ
ｕｊｕ ｆｕｓｉ ｓｅｍｅ ｆｕｓｉｂｕｈａ． ”（遂之剃发。）⑥天聪四年正月，金军至沙河驿，“遣巴克什达海及石廷柱、爱巴

礼、索尼、白格、穆成格同阵获总兵官麻登云招降城中人，皆令薙发”。⑦ 二月，金军至乐亭附近，“ ｔｕｉ
ｃｅｎｇ． ｋｉｏ ｋｅｏ ｊｕｗａｎｇ ｊｕｗｅ ｇａšａｎ ｉ ｓｉｎ ｃｕｗａｎ šūｎ． ｈū ｍｏ ｙｅｎ． ｔａｎｇ ｙｕｗａｎ ｓｉｏｗａｎ． ｌｉｉ ｗｅｎ ｙｅｎ． ｅｒｅ ｓｕｎｊ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ｉｎｉ ｇａšａｎ 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ｂｕｆｉ ｄａｈａｍｅ． ”（推城、邱口庄二村之辛传顺、胡谟印、唐元宣、李文

寅等五人，率其村人剃发归降。）⑧以上是天聪三至四年金军入山海关，占据永平、滦州、迁安等地后，
有关剃发的部分记载。 皇太极对永平等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派遣阿敏、硕托等人驻守，且多次谕

令他们善待剃发降民：“ｎｉｋａｎ ｈａｎ ｉ ｇｕｒｕｎ ｉｒｇｅｎ ｂｅ ａｂｋａ ｍｕｓｅ ｄｅ ｂｕｃｉ． ｔｅｒｅ ｉｒｇｅｎ ｇｅｍｕ ｍｕｓｅｉ ｉｒ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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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ｓｅｉ ｉｒｇｅｎ ｂｅ ｍｕｓｅ ｄｕｒｉｍｅ ｃｕｗａｎｇｎａｍｅ ｇｅｊｕｒｅｃｉ． ｄａｈａｈａ ｇｕｒｕｎ ｉｎｕ ｂｉｓｉｒａｋū． ｊａｉ ｇｕｒｕｎ ｉｒｇｅｎ ｄａｈａｒａｎｇｇｅ
ｉｎｕ ａｋū． ｈｅｃｅｎ ｔｕｗａｋｉｙａｍｅ ｔｅｈｅ ｂｅｉｓｅ ａｍｂａｓａ． ｍｕｓｅｉ ｃｏｏｈａ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 ｓａｉｋａｎ ｃｉｒａｌａｍｅ ｋａｄａｌａ． ｅｒｅｃｉ
ａｍａｓｉ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 ｄａｈａｈａ ｉｒｇｅｎ ｂｅ ｗａｃｉ． ｔａｎｇｇū šｕｓｉｈａ ｔａｔａｍｂｉ． šａｎ ｔｏｋｏｍｂ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ｉ ｏｒｏｎ ｉｌｉｂｕｒｅ ｇａｉｆｉ
ｗａｂｕｈ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ｄｅ ｂｕｍｂｉ． ”（明帝之国民，天若赐我，则其民即我民也。 以我之民而我加以侵暴，则已

服之国将非我所有，他国人民亦无复来归者矣。 守城诸贝勒大臣等，宜严饬我军士。 嗣后，若有杀害

剃发归降之民，则鞭一百，刺耳，并罚取安葬银给与被杀之人。）①但是，天聪四年五月明经略孙承宗率

兵攻打滦州等地，阿敏等人弃城而归，临行前将已剃发官民尽行诛戮。②

天聪五年七月，金国侦知明总兵祖大寿重建军事要塞大凌河城，在尚未竣工之时，发大兵围困，掀
开了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大凌河战役序幕。 大凌河之战是明金之间的一次战略决战，当时“明人善射

精兵尽在此城”，③故皇太极亲率重兵围困大凌河城，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以全歼明军精锐。 至

十月，大凌河城粮尽，发生人相食的惨剧，明残存官兵不得已而降。 十一月，皇太极谕令“大凌河归降

将士人等薙发，仍毁其城垛”。④

崇德五年至七年，皇太极长期围困明朝关外重镇锦州、松山等地，双方展开激战，史称“松锦之

战”，这也是明清之间最后一次战略决战。 经过两年的围困，明朝以锦州、松山等地失陷告终，关外劲

旅丧失殆尽，从此清军入关只是时间问题。 崇德七年三月，祖大寿在走投无路之下，再次投降，清军占

领锦州。 皇太极迅速下令“原在锦州居民竝商贾人等，可悉予保全，归顺官军，尽令薙发”。⑤

由此可见，天聪、崇德年间，剃发政策的实施，与清（金）军对明战争进程密切相关，只要攻克某

地，且意图建立稳固统治，必然要求当地官民剃发归降。 如果坚不剃发，则会招致杀身之祸。 天聪四

年正月十二日，“ｙｕｎｇ ｐｉｎｇ ｈｅｃｅｎ ｉ ｔｕｎｇ ｐａｎ ｈｅｒｇｅｎ ｉ ｊａｎｇ ｅｌ ｙūｎ ｂｅ．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ｈａｋū ｓｅｍｅ ｇｅｒｅｎ ｄｅ ｅｊｅｂｕｍｅ
ｗａｈａ． ”（永平城通判张尔云因不剃发，被斩示众。）⑥天聪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阿敏颁书永平：“ ｔｅ ｓｕｗｅ
ｕｍｅｓｉ ｍｕｊｉｌｅｎ ｂｅ ｊａｆａｆｉ ｕｊｕ ｗａｃｉｈｉｙａｍｅ ｆｕｓｉ．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ｈａｋū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 ｓａｈａ ｄｅ ｗａｍｂｉ． ”（今尔等宜各坚意

剃发，有不剃者，知则杀之也。）⑦在剃发问题上，除了绝大部分人必须执行以外，满洲贵族也有一定灵

活性，极少数人可暂不剃发。 如天聪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阿敏奏称：“ ｊａｉ ｄｚｕ ｉ ｍｅｄｅｇｅ ｂｅ ｆｏｎｊｉｃｉ． ｙｕｎｇ
ｐｉｎｇ ｎｉ ｅｒｇｉｃｉ ｂａｈ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 šａｎａｈａ ｄｅ ｂｉ ｓｅｍｂｉ． ｌｕｗａｎ ｊｅｏ ｉ ｅｒｇｉ ｄｅ ｂａｈ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ｃａｎｇ ｌｉｉ ｄｅ ｂｉ ｓｅｍｉ． ｊａｉ
ｄｚｕ ｉ ｕｋｓｕｎ 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ｙｕｎｇ ｐｉｎｇ ｃｉ ｇūｓｉｎ ｂａ ｉ ｄｕｂｅｄｅ ｅｍｕ ｇａšａｎ ｄｅ ｂｉｓｉｒｅ ｂｅ ｄｏｎｊｉｆｉ ｇｏｎｇｇｉｆｉ ｇａｊｉｈａｂｉ． ｔｅｒｅ
ｇａｊｉｈａ ｆｅｎｉｙｅｎ ｄｅ ｄｚｕ ｉ ａｈūｎ ｉ ｊｕｉ ｅｍｋｅ ｂｉ． ｔｅｄｅ ｂａｎｊｉｈａ ｊｕｗｅ ｊｕｉ ｂｉ． ｊａｉ ｎｉｙａｍａｎｇｇ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ｉｌａｎ ｄｕｉｎ ｂｉ．
ｔｅｓｅ ｂｅ ｇｅｍｕ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ｈａｋū ｕｔｈａｉ． ｂｏｏ ｔｕｃｉｂｕｆｉ ｔｅｂｕｆｉ ｔｕｗａｋｉｙａｍｅ ａｓａｒａｈａｂｉ． ”（又访察祖宗兵官消息，据所

获之永平人云在山海关等语，所获之滦州人云在昌黎等语。 又闻祖之族人在距永平三十里外一村内

等语。 遂遣人解至，该群人内有祖之兄子一人、子二人、亲戚三四人，俱未令之剃发，遂给与房屋居住，
加以看守。）⑧显然，对擒获的祖大寿亲戚暂免剃发，是为了招降祖大寿，以获取更长远的收益。 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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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极少数个案，不具有普遍性。
面对剃发政策，汉人也有反抗，主要是通过逃走的方式消极反抗，也有个别低限度的积极反抗，如

天聪四年正月十九日，“ｍａ ｓｉｏ šｉ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ｂａ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ｌｉｏ ｇｉｙａ ｉｎｇ ｂｅ ｄａｈａｂｕｍｅ ｇｅｎｅｆｉ． ｔｕｂａｄｅ ｂｉｈｅ ｉｎｉ
ｎｉｙａｍａｎ ｈūｎｃｉｈｉｎ ｂｅ ｎｅｎｅｍｅ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ｂｕｆｉ． ｇūｗａ ｉｒｇｅｎ ｂｅ ｄａｈａｂｕｒｅ ｄｅ ｄａｈａｒａｋū．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ｈａ ｉｌａｎ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
ｇｅｍｕ ｗａｈａｂｉ． ”（平民马秀石至刘家营招降，令其在彼之亲戚先行剃发，其余民人招之不降，遂将先已

剃发之三人皆杀之。）①表示了村民不投降的立场。 但总体而言，东北汉人对剃发的反抗不是特别激

烈。 东北汉人生活于明清（金）两国战争前线，平日对满人习俗多有了解，又常面临被清（金）军掳掠、
俘获的风险，为求自保，只得剃发归顺。 加之东北地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够深入，所以关外时期，清
廷推行剃发政策相对顺利，这和入关后江南人民对剃发的激烈反抗迥然不同。

通过梳理弩尔哈齐、皇太极两朝剃发的历史可以看出，剃发留辫是满人固有风俗，对他们而言是

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事情。 随着对明战争的胜利，势力所及之地，皆要求当地汉人剃发，并将此视作

归顺与否的最重要标志。 否则，除极少数人有笼络的价值可暂免以外，绝大多数抗拒者会处以死刑。
了解了这一点，就很容易明白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军入主中原后在全国统治范围内实施的剃发政策，
有着深厚的根源和基础，是入关前剃发政策的自然延续，仅是范围有所扩展而已。

顺治元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和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合军，在山海关击败大顺政权李自成的军队，
由此进入关内，直至北京。 沿途所至之地，皆令剃发，仅列举《清世祖实录》的部分记载：至山海关，多尔

衮令“山海城内军人各薙发”。 谕旨下达后，“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薙发迎降”。 至通

州，“知州率百姓迎降，谕令薙发”。 至北京，“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除服后，官民俱著遵制薙发”。②

进入北京后，多尔衮更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布谕旨，要求全国剃发。 谕兵部：“今本朝定鼎燕京，
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 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 檄文到日，薙发归顺者，
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 其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册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 有虽称归

顺而不薙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加恩。 如过限不至，显属

抗拒，定行问罪，发兵征剿。”谕故明内外官民人等：“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谕三河县乱民：“其速改前非，遵制薙发，各安生业。 傥仍怙恶，定行诛剿。”再谕故明官员军民人等：
“谕到，俱即薙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③如此强硬的命令，引起了原明朝官民的普遍不满，颇有护发

南逃者。 在当时清廷尚未掌控全局的情况下，此举无疑不利于巩固其统治。 因此，过了不久，多尔衮

又谕令兵部：“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 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

之本心矣。 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④但这仅是权宜之计，随着多铎在短时间内平

河南，取扬州，下金陵，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底定江南，更严厉的剃发令随之而来：“各处文武军民，尽
令薙发。 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⑤由此引起了江南人民特别是江阴、嘉定、苏州等地人民的激烈反

抗。 这些史实，在诸多论著中皆有详细表述，笔者下文亦将论及。
自天命六年剃发一事见于史料始，至顺治七年多尔衮病逝，剃发政策已经执行了整三十年，且处

罚力度没有减轻。 这就说明，剃发政策不是一个临时性政策，而是一直得到严格执行的刚性政策。
至于“鱼文”所说，因文书中关于剃发的罪名用语不规范，所以这一政策非正式法律，亦不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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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９ 册，太宗朝第四函，天聪四年正月十九日，第 ４６９２—４６９３ 页，汉
译文见第 ２０ 册，第 ５１９ 页。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己卯；卷五，顺治元年五月戊子；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卯，《清实录》第 ３
册，第 １５４７、１５４９ 页。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壬辰、戊戌，《清实录》第 ３ 册，第 １５４９—１５５０ 页。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清实录》第 ３ 册，第 １５５２ 页。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丙辰，《清实录》第 ３ 册，第 １６４２ 页。



实。 当今中国社会法律体系较为完善，法律条文明确，但那时处于古代，自不能以现在的法律规范来

苛求当时。 尽管剃发在当时没有写入《大清律》，仍是执行最严格的政策和法令。
首先，剃发对清代满人而言，是自然得不能再自然的事情，大军所至之处，皆令剃发，也是长期以来

的一贯做法，只需下达一道命令即可，毫无必要专门载入法律条文。 正如入关百年后的乾隆帝所说的那

样：“本朝定制，遇有国恤百日以内均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薙发，彼不

薙发者无不处斩之理，此百余年来人所共遵，不待传谕而后晓，是以《会典》、律例皆无明文，盖因修《会
典》时不过增损明季之旧章，明朝原无此制也。 又以其事本理法所必，当然不必载之简册，即如子孙孝养

父母，当食进食，当衣加衣，岂待专立科条然后尽其子职，亦岂得以律令不载遂为不孝者解免？”①

其次，入关前清朝制度建设尚属草创阶段，没有成文法，自不可能以律条形式载入剃发令。 入关

后，随着统治范围大大扩展，颁布正式法律的需求非常迫切，有官员建议速修《大清律》。 顺治四年三

月颁行《大清律》以前，清廷刑部官员，仍以《大明律》来断案。② 后《大清律》虽然修成，但因当时时间

紧迫，几乎是对《大明律》的照抄，仅做了少数修改。 《大明律》中不可能有关于“剃发”的内容，照搬

《大明律》的《大清律》自然也不会有关于“剃发”的条文。
最后，在当时上谕、圣旨本身就是一种法律形式，其效力无可置疑。 张晋藩、郭成康指出，入关前

弩尔哈齐、皇太极颁布的谕令，都属于法律形式的一种。③ 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的谕旨，自有同样效

力。 顺治三年九月，谕令“有为薙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

进”。④ 这就是“剃发”属于“不可议”事项的出处。 既然“剃发”在奏疏中提都不许提及，那必然意味

着这是刚性的、强制的、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必须严格执行的一项规定。 顺治年间题本中，有一些蓄

发案的记载，罪名多是“违制蓄发”“悖旨蓄发”等，虽然名称不完全相同，但本质并无差别。 特别要注

意的是，“制”在对应的满文题本中写作“ｆａｆｕｎ”，而“ ｆａｆｕｎ”就是“法律”“法令”的意思。 兹举一例，顺
治五年六月，湖广巡按吴达《为发审事茶陵州乡绅袁加命违制蓄发着就彼正法》的汉文批红有“袁加

命系违制犯人”，对应的满文批红为“ｙｕｗａｎ ｊｉｙａ ｍｉｎｇ ｆａｆｕｎ ｂｅ ｊｕｒｃｅｍｅ ｗｅｉｌｅｈｅｎｇｇｅ ｎｉｙａｌｍａ． ”（直译：袁
加命系违法犯人。）⑤众所周知，顺治朝时满人入关不久，许多满人尚不习汉语，满语文使用范围相当

广泛。 尽管题本为汉、满文合璧，但皇帝及摄政王无疑更习惯阅读满文本，因此满文批红的权威性更

高。 这说明在满人心中，违制蓄发就等同违法。
综上所述，剃发政策是清朝入关前就已经实施的，针对纳入统治的原明朝汉人的一项强制性政

策，清朝以剃发作为服从、归降的最重要和最直观标志。 如拒不遵从，不但自己将面临死刑处罚，还会

株连其他人。 清入关后的剃发政策，是入关前政策的自然延续，只是范围大大扩展。 因此，这是一项

长期实行的政策，而非临时政策。 事实上，这项政策，不仅在清初，而是在整个清代都得到了严格执

行，后文将详细阐述。

二、顺治帝亲政后“剃发”政策不可能松弛

“鱼文”指出，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剃发政策逐渐开始放松，直到乾隆前期，有关发式和服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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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制薙发案》，乾隆十三年阿里衮奏折，见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 ２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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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八，顺治三年九月乙酉，《清实录》第 ３ 册，第 １７２９ 页。
吴达：《为发审事茶陵州乡绅袁加命违制蓄发着就彼正法》，顺治五年六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２ － ２２２４ － ００７。



禁令全面松弛。 其依据是“就目前公布的有关档案来看，除了乾隆时期几件地方官员奏请禁止地方

戏童、优伶、头陀、行脚、游方等人蓄发披垂的文书外，已经很少有因蓄发等事判处刑律的案件”。 并

说“《实录》、《东华录》、野史笔记中有关剃发与反剃发的材料大多集中在顺治初年，尤其是顺治亲政

以前多尔衮执政时期。 此后的情况如何，多无进一步交代”。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在档案和官书中，关于顺治帝亲政后剃发政策实施情况的直接和间接记载

并不少。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多尔衮摄政时期对违制蓄发的处理。 １９８２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方裕谨先

生编选了《顺治朝薙发案》的一组档案，共 １４ 份，里面对涉事人的处罚十分严重，全部处以或斩，或绞

的死刑，官员约束不力的，也受到了相应惩罚，读者可参考这些资料，此不赘述。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还有一些相关档案，它们没有标明时间，也没有为《顺治朝薙发案》收入，多有所残缺，有些甚至只

保留满文部分。 通过阅读原文，可知它们也形成于顺治朝前期，笔者在此征引几条。 顺治四年十二

月，钱耀违制蓄发，除追究本人责任外，刑部左侍郎徐大贵等题请“该管官守备孙德灏漫不觉察，议革

职，屯老蔺荣、邻佑崔收、杨茂各责四十板”。② 顺治五年六月，妙深容隐蓄发人员，被查获，拟斩，赵治

民不行举首，责四十板。 满文批红为“ｍｉｙｏｏ šｅｎ ｂｅ ｔｕｂａｄｅ ｕｔｈａｉ ｓａｃｉｍｅ ｗａ． ｇūｗａ ｂｅ ｇｅｍｕ ｂｅｉｄｅｈｅ
ｓｏｎｇｋｏｉ ｗａｊｉ． ”，意为“妙深著即于彼处处斩，余皆依审完结”。③ 同月，李光国因悖旨蓄发，批红为“李
光国着即就彼正法”。④ 通过这些档案，可以看出，顺治朝前期对违制蓄发的处理十分严厉，除了本人

处以死刑以外，容隐他们的人也要处以死刑，督查蓄发不力的当地官员、屯长、保甲、邻居等会受到革

职、罚俸、鞭笞等处罚。 这种株连式的处罚，会给官方和民众带来极大压力，为求自保，不受牵连，除少

数人归隐山林或剃度出家外，剃发是唯一选择。 因此，合乎逻辑的事实是，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通过长

期高压政策，处于清朝稳固统治区域下的汉人，无论内心认不认同清朝统治，绝大多数均已剃发，从形

式上完成了对清朝的归顺。
顺治七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在塞北狩猎途中，病逝于喀喇城，顺治帝随即亲政。 如果在他统

治期间，大大放宽了剃发的严苛法令，作为如此重要的变革，理应在《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清世祖实

录》等档案、文献中找到记载。 但事实上不会有这样的记载，因为剃发政策在顺治帝亲政后继续得到

了严格执行。
以下先征引顺治帝亲政后至乾隆朝有关剃发的部分史料，再进行总体分析。
顺治八年，留发铁匠徐清被查获，经刑部审问后立即处斩。⑤
顺治十一年，刑部尚书巴哈纳题，“流毒江浙”的贼首“姚三郎、阮国祯蓄发为寇，在山已十年有余

矣……该县与防官设计入山，擒获姚三，其头发网巾俱全毫无剪剃，其为叛逆不轨之徒无疑矣。 立置

重典，不容少待”。 经过三法司会审，决定将为首者处死，从者流放盛京。 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奏，批
红为“姚三、陈满、江佛龙著即就彼处处斩，余依议”。⑥

顺治十一年，在招降郑成功的上谕中说：“尔自当剃发倾心，义不再计。 今据尔疏奏，虽受敕印，尚未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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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为悖旨蓄发事》，顺治五年六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２ － ２１９０ － ０２０。
祝世昌：《为悖旨蓄发事》，顺治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２ － ２１９０ － ０１８。
《刑部尚书韩代等题审拟工部铁匠徐清违旨蓄斩罪事本》，顺治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见方裕谨编选：《顺治朝薙发
案》，第 １８、８４ 页。
巴哈纳：《为阮国祯蓄发倡乱等事》，顺治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２ － １８１７ －
００５；跡尔哈朗：《为塘报事（姚三等蓄发倡乱案）》，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２ － １８１７ － ００６。



发，冀望委畀全闽……今如遵照所领敕印，剃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熟思审图，毋贻后悔。 特谕。”①

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负责平定王辅臣叛乱的抚远大将军图海奏言：“臣见王辅臣尚怀疑惧，于十

三日复遣周昌并臣侄前锋侍卫保定前往，温言开谕。 王辅臣于十五日即至臣营，叩头谢恩。 遂入城薙

发，率众来降。”②

康熙十八年，康熙帝上谕：“又马承荫、郭义等并皆薙发，广西尽平。”③

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题报：“七月十五日，郑克塽遣伪官冯锡珪等，伪侯刘国轩、伪伯冯

锡范遣其弟伪副使刘国昌、冯锡韩等赍降表文稿诣臣军前，请缴伪册印，率众登岸，以求安插。 臣随遣侍

卫吴启爵、笔帖式常在同冯锡圭等持榜示，往台湾晓谕伪官兵民，验视薙发。”随后题报：“臣于八月十一

日率领官兵自澎湖进发，十三日入鹿耳门，至台湾。 十八日，郑克塽及伪文武官俱已薙发。”④

康熙四十六年，湖广总督郭世隆满文奏折： “ ｅｌｈｅ ｔａｉｆｉｎ ｉ ｄｅｈｉ ｊｕｗｅｃｉ ａｎｉｙａ．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ｇｅ ｅｊｅｎ
ｆｅｒｇｕｗｅｃｕｋｅ ｂｏｄｏｈｏｎ ｉ ｃｏｏｈａ ｕｎｇｇｉｆｉ ｄａｉｌａｒａ ｊａｋａｄｅ． ｊａｌｉｎｇｇａ ｍｉｙｏｏｄｚｉ ｇｅｌｅｍｅ ｏｌｇｏｍｅ ｇｅｍｕ ｕｊｕ ｆｕｓｉｆｉ
ｄａｈａｈａ． ”，意为“康熙四十二年，圣主以奇计遣兵征讨，奸诈苗子畏惧，皆剃发归顺”。⑤

雍正四年（１７２６），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办理安南勘界事务时，奏称：“查铅厂山以内旧有马都戛即

斜路村、布都、阿空、白泥、牛呼黑、牛把黑等六寨，俱隶开化，实征粮额，父老半能记忆。 又其居民皆剃

头辫发，不类交人，其为内地炳然可据。”⑥

雍正五年，工部等衙门议覆川陕总督岳钟琪遵旨查覆四川永宁协副将张瑛条奏内酌议可行者四

款，其中第二款内容为：“云南东川府、会理州，贵州威宁府属之阿底盐仓等处，永宁之各夷屯归流已

久，其土目各治其民，流官向土目收粮，终非久计，请将土目迁往腹地。 其催粮之里长甲首，令内地轮

流充当。 其土民悉令薙发，男妇俱照内地服饰。”⑦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两广总督杨应琚奏折内引乾隆帝上谕：“番人居住嶴门，其留辫与否原可置

之勿论，若系广东内地民人，岂有不留发辫之理，岂并去发辫即专为蓄发地步耶？ 嶴门地方僻远，此等

当留心查察，不可不防其渐。”杨应琚奏称：“嶴地虽为民番杂处之区，然民人之住居嶴门者或开铺经

营，或负贩工作，只与番人互相交易，从未有剃去发辫之事。 且稽查嶴门口岸，向经粤海关，派有委员

一员，而相距三里之望夏村驻有县丞一员，五里之关闸驻有把总一员，又相距十五里之前山寨驻有海

防军民同知暨都司各一员，带领弁兵一百八十余名，并哨船四只往来嶴地周遍巡查。 现在居址肃清，
民番有别，凡属内地民人均系留有发辫。”⑧

乾隆三十一年，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杨应琚奏称：“滇省内地土司所属夷民向皆蓄发，状貌服饰与

外域莽子木匪相似。 是以莽匪及各野夷入境，猝难别识，常遭偷掠，不及隄防。 请令沿边土司地方及

新定整欠、孟艮等处夷民一体薙发留辫，俾遵国制，并杜莽匪混淆。”⑨得到了乾隆帝嘉奖。
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帝上谕：“独不计蛮暮、新街等既已纳降，并遵定制薙发，即成内地版图。”􀃊􀁉􀁒

乾隆四十三年，广西巡抚吴虎炳奏折：“宣化县知县万廷莘查获安南国贡使胡仕栋家人陈廷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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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３１５—３１６ 页。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六一，康熙十五年六月戊寅，《清实录》第 ４ 册，第 ３４００ 页。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八一，康熙十八年六月戊子，《清实录》第 ４ 册，第 ３６４５ 页。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二年八月甲寅、戊辰，《清实录》第 ５ 册，第 ４００３、４００８ 页。
湖广总督郭世隆奏折，康熙四十六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 － ０２ － ００２ － ００００７４ － ００２４。
注：该奏折原无朝年，笔者系依据郭世隆履历，考证为康熙四十六年。
《安南勘界案》，雍正四年鄂尔泰奏折，见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 ２ 册，第 １７６ 页。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六〇，雍正五年八月乙未，《清实录》第 ７ 册，第 ６７７０ 页。
《外洋通商案》，乾隆二十年杨应琚奏折，见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 ２ 册，第 ４１１—４１２ 页。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六一，乾隆三十一年五月戊戌，《清实录》第 １８ 册，第 １８２２３ 页。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七七，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庚寅，《清实录》第 １８ 册，第 １８３８２ 页。



阮文富薙头改装，形迹可疑，即带犯与该贡使认明属实。”①

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上谕：“向来两金川番众俱不薙发。 但自大功平定以来，沿边各土司无不

隶我版宇，所有番众即与内地民人无异。 自应恪遵定制，一例薙发。 况现在安营设镇，屯驻兵丁，而该

处番人若复仍沿旧俗，殊于体制未协。 著传谕文绶即行明白晓谕各土司，令该处番众概行薙发。 并严

饬驻劄各员弁实力稽查，务使远徼番民永遵法守。 并谕特成额、明亮知之。”②

乾隆五十年，成都将军保宁奏折：“李安德复于三十八年八月乘张万钟赴广之便，嘱令顺带西洋

人来川传教，张万钟至粤，访之通事陈保禄，适有西洋人得三马尔定愿往，当即薙发易服，改名冯若

望。”四川总督李世杰奏称：“吧哋哩呋哂改名彭得尔朋，薙发易服，于九月内起身由湖广、广西行走，
四十九年正月抵四川重庆府。”福建巡抚雅德奏称：“该犯（笔者按：西班牙人方济觉）遂剃发易服赴广

东澳门天主堂居住二年余。”③

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顺治帝亲政后，仍有至少顺治八年和顺治十一年两份有关违制蓄发的档案，其处理结果与

多尔衮摄政时期并无不同。 且在招降郑成功时，剃发与否就是当时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顺治帝明确

要求郑成功剃发，被郑成功拒绝。 但到了康熙二十二年，随着施琅率军平定台湾，郑氏集团纳降，仍不

免剃发命运。 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时，原反叛清朝的将领王辅臣、马承荫等在势穷力蹙、走投无路

时，皆选择剃发归降。 可见顺治、康熙年间，不存在政策放松的情况。
其次，剃发政策，最初主要针对的是内地汉人，边疆地区民族多不涉及。 但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

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大大深化，特别是随着康熙年间经营苗疆、雍正年间西南改土归流、乾隆年间中缅

战争和大小金川战争，原本没有纳入直接管辖的一部分湖广、云南、贵州、四川土司，主动投诚或被动

平定，亦开始剃发，表示与内地编户齐民无异。 这说明，西南边疆的内地一体化进程，亦以剃发为重要

标志。
第三，靠近安南边界的地区及临近西洋的两广海疆地区，处于清朝统治的边缘地带，其居民仍然

“皆剃头辫发，不类交人，其为内地炳然可据”、“凡属内地民人均系留有发辫”。 边界地区尚且如此，
内地自然更无理由例外。

最后，乾隆年间多有外国人进入内地后剃发改装的记载。 安南国贡使胡仕栋家人陈廷暄、阮文富

“薙发改装”，是为了更好混迹于内地民人之中，不被发现，便于充当“间谍”，如果内地民人已恢复汉

人发式，那安南国陈廷暄等人选择剃发，岂不鹤立鸡群，更易被人发现吗？ 西洋人入内地剃发，是为了

拉近和当地百姓的距离，获得他们的好感，为传教提供方便。 如果内地民人已恢复汉人发式，那西洋

传教士的剃发改装不是画蛇添足了吗？
因此，“鱼文”所说的顺治帝亲政后剃发政策开始放松，至乾隆前期，私人生活和民间社会的发型

全面恢复了汉人习俗这一观点，并无充分史料依据。 至于顺治亲政以后“很少有因蓄发等事判处刑

律的案件”，则是因为百姓早已剃发，在持续的高压之下，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改回。 相应地，
“鱼文”论证的剃发政策的第五个阶段“乾隆后期到晚清，满洲发式与服饰在市井中大量出现”，自然

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本来一直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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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安南夷人薙发改装私越隘口案》，乾隆四十三年广西巡抚吴虎炳奏折，见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
编》第 ３ 册，第 ３３７ 页。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〇一，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壬申，《清实录》第 ２２ 册，第 ２３２８７ 页。
《西洋人私入内地传教案》，乾隆五十年成都将军保宁奏折、四川总督李世杰奏折、福建巡抚雅德奏折，见上海书
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 ３ 册，第 ５２３、５３４、５５４ 页。



三、如何正确利用图像史料佐证“剃发”政策

上文通过档案、文献等文字史料，论证了清代剃发政策的实施情况，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

了。 但是，“鱼文”又称，他是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宫廷画师所绘制的皇帝、后妃、侍从的常服画像

以及外国使节所带画师描绘的清朝官民画像等材料中得出的结论。 那么，文字史料和图像史料真的

是彼此冲突的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鱼文”利用的图像史料主要为两类，分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宫廷画师所绘制的皇帝、后

妃、侍从的常服画像”和“外国使节所带画师所描绘的清朝官民画像”。 下面分别讨论这两类图像。
首先来看“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宫廷画师所绘制的皇帝、后妃、侍从的常服画像”。 “鱼文”主要

利用了《耕织图》《乾隆岁朝图》《乾隆鉴古图》《乾隆雪景行乐图》《平安春信图》《羊城夜市图》等宫

廷画像，这些图像中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及其后妃、侍从及民人为汉人束发形式，由此得出剃发政

策在全国松弛的结论。 但是，这些图像，并不能论证出此结论。
第一，《耕织图》不是始于清代，而是始于南宋。 南宋绍兴年间，楼璹作《耕织图》，呈献宋高宗。

因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统治者重视农业，奖掖农桑，对此画作自然十分推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

响。 楼璹的《耕织图》，具有十分广泛的流传，不但被后世多次摹绘、翻刻，还流传到了海外。① 因此，
康熙帝在命令焦秉贞重绘《耕织图》时，焦秉贞必然要参看前代耕织图。 其实，将前代《耕织图》和清

代《耕织图》比对，就可发现清代《耕织图》只是对前代《耕织图》的稍加改绘而已，多数画幅布局几乎

完全一致，承继关系十分明显。 艺术创作有其自身规律，清代《耕织图》既然主体内容因袭前代，为免

突兀，自不必更改前代画作中耕作男子的发式。 与其说焦秉贞《耕织图》中男子画像没有剃发是由于

剃发政策松弛所致，不如说是对前代《耕织图》绘画风格的忠实继承。 而清代后来的《耕织图》，又都

承袭自焦秉贞：“圣祖嘉之，命绘耕织图四十六幅，镌版印赐臣工。 自秉贞创法，画院多相沿袭。”②故

清代后出的《耕织图》，亦不能用来论证剃发政策。 为节约篇幅，在此以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元代程

棨摹绘楼璹《耕织图》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五年焦秉贞《耕织图》的第一图“浸种”（见
图 ３）、第二图“耕”（见图 ４）和第十三图“三耘”（见图 ５）为例，两相对照，左元右清，一目了然。

图 ３　 元清《耕织图》对比图一《浸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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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程棨摹绘：《耕织图》，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狩野永纳摹写：《耕织图》，和刻本，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〇四《艺术三·焦秉贞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４６ 册，第 １３９１１ 页。



　 　
图 ４　 元清《耕织图》对比图二《耕》 图 ５　 元清《耕织图》对比图十三《三耘》

第二，《乾隆岁朝图》《乾隆鉴古图》《乾隆雪景行乐图》《平安春信图》等图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

是都属于皇帝行乐图。 在政务闲暇时候，皇帝完全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娱乐身心，尝试各种新鲜事物，
包括体验束发汉服所带来的新鲜感，而不必受到满人“祖制”的束缚。 在这类皇帝行乐图中，还有许

多皇帝身着其他各式各样服装的图画，可以说皇帝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例如，
雍正帝本人有多幅身着道士装、喇嘛装甚至西洋装、西洋发式的图画，乾隆帝本人亦有多幅身着喇嘛

装的唐卡，难道就能证明清代全国流行道士装饰、喇嘛装饰、西洋发式吗？① 显然我们很难得出这一

结论。 “鱼文”中也说到，这些作品“都是在特定的时期与特定的场景之下由官方来制作”。 既然是

“特定的时期与特定的场景”之下的作品，用来反映某一空间和某一时刻的真实尚可，而不能由此推

衍出皇帝日常都是如此，更不能将深藏宫廷、流传范围有限、难为普通人所见的画像扩展至全国范围。
最后，《羊城夜市图》是“鱼文”中唯一一幅反映普通百姓的发式与服装都保持了明人旧俗的宫廷

绘画。 并引聂崇正先生“在郎世宁所有作品中属于非常‘另类’的”，作为此画“反映了清初社会生活

从宫廷到民间的真实景象”的依据。 事实上，“鱼文”忽略了聂崇正先生对此画更为重要的论断。 聂

崇正先生关于《羊城夜市图》先后写作了两篇论文，明确说道：“画幅中所有的人物所着的衣装，尚为

明制，均为前朝装束，没有见到一个男人是留有辫子的，也说明此画并非画的是现实题材！ 而应当理

解为郎世宁所表现的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的东方太平盛世。”“所以笔者以为，郎世宁的这幅作品，仅
仅是他途经广州时留下的第一印象的反映，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写生、写实之作（虽然绘画的风格很

写实）。 画幅中所有人物所着的衣装，尚为明制，均为前朝装束，没有见到一个男人是留有辫子的，也
说明此画画的并非现实题材，而应当理解为郎世宁表现的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的东方太平盛世”。②
可见，聂崇正先生认为《羊城夜市图》不是一个写实图，而是带有郎世宁想象色彩的理想图。 此后，又
有学者在内务府活计档中找到了关键证据，解决了《羊城夜市图》的命名问题，应将此图称之为《夜景

大画》。③ 如此一来，认为《羊城夜市图》是描绘广州图景画作的论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因此，《羊城

夜市图》同样不能用来论证清代普通百姓在现实中保持了束发的明人旧俗。
再来看“外国使节所带画师所描绘的清朝官民画像”。 “鱼文”主要利用了康熙时期来华的法国

传教士白晋在法国出版的《清国人物服饰图册》、乾隆五十八年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画家亚历山大

所画图册、１８ 世纪法国著名宫廷画师弗朗索瓦·布歇有关中国的作品及部分法国画报中的图像。 但

是，在征引的上述图像中，仅有白晋《清国人物服饰图册》的皇帝为汉服形象，其余无论是文官、武官，

·３８·

张闶：清代剃发政策再论———兼与鱼宏亮先生商榷

①

②

③

《雍正帝道装像》、《雍正帝行乐图册·佛装》、《雍正帝行乐图》之十一、《雍正帝半身西服像》，见朱诚如主编：《清
史图典》（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９７、１３５、１８６、１８８ 页。 《乾隆帝扎什伦佛装像》《乾隆帝普宁寺
佛装像》《乾隆帝普乐寺佛装像》，见朱诚如主编：《清史图典》（乾隆朝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４５—
１４７ 页。
聂崇正：《羊城夜市图》，《收藏家》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１ 页；聂崇正：《另类郎世宁》，《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第 ３６ 页。
程天来：《对〈另类郎世宁〉的补正》，《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第 ４９ 页。



还是各行业普通百姓，均是剃发留辫的造型。 也就是说，其论据与论点相悖。 “鱼文”显然也注意到

了这一点，不得不在文中多次承认这一事实，如在文中引用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亚历山大所画图册

时说，“从这部图册的图像来看，清代普通人民的服饰，已经较多剃发留辫”。 又说“目前存世的众多

晚清西人画作和清代外销画中的清人形象，皆以剃发留辫为主要题材”。 但是，“鱼文”面对这一事

实，没有以此修正论点，而是将这些画像视为论证其观点的障碍，将它们强行解释为“尽管许多西方

人注重写实，但依然是某种‘套式’下主导的作品”、“所以在看这些西方‘写实’绘画中所反映的清中

期以后的服饰时，应注意这种对‘异域’特征的夸大性描写”。 而有利于其论点的郎世宁画作，则是百

分百写实的。 这种论证方式恐怕不够科学。
相反，只要不带偏见地参看清代绘画，便可发现剃发在清代是得到严格执行的政策，上至皇帝、大

臣，下至文人、百姓，都是剃发留辫的造型。
首先看看宫廷绘制的公开场合、正式场合的画像。 《雍正帝祭先农坛图》中出现的所有官员、侍

卫等人，均是身着官服的剃发造型。 乾隆二十五年，平定准部、回部的一百功臣像绘制完成，张贴在新

修缮的紫光阁内，并举行隆重的庆功宴，赏赐文武官员及蒙古贵族，《紫光阁赐宴图》就是这场宴会的

真实反映。 在这幅图中，除蒙古贵族没有剃发以外，参会的全部宗室王公、文武大臣，皆是剃发留辫造

型。 《万国来朝图》（见图 ６）中，对来参加朝觐的各国使节的服装、发式均有准确描绘，符合我们对该

国风俗的认知，而图中清朝官员亦全部是剃发留辫造型。 乾隆《南巡图》系列更是如此，里面表现的

人物，皆是剃发留辫造型，谨以徐扬绘乾隆《南巡图》卷二“过德州”（见图 ７）为例进行展示。 至于展

示满人（特别是乾隆帝）尚武精神的《木兰图》，就更不在话下了。① 这些宫廷绘画，描绘的都是关涉

国家典制、礼仪的重要场合，极具正式性、公开性、严肃性，这些图画中出现的皇帝、官员、士兵必然满

人、汉人皆有，但无一例外都是剃发留辫造型，恰好说明剃发的严格性。 皇帝对发式一事十分敏感，连
优伶、戏童、头陀等人的蓄发事宜，都屡次降旨过问，②试问哪个官员、百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蓄

发呢？

图 ６　 《万国来朝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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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雍正帝祭先农坛图》，故宫博物院藏；《紫光阁赐宴图》，故宫博物院藏；《万国来朝图》，故宫博物院藏；徐扬绘
《乾隆南巡图卷》第二卷《过德州》，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藏；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之研
究》，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８２ 年，图版见第 １６７—２５５ 页。
如庄有恭：《奏报查禁优伶蓄发事》，乾隆十九年四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０３ － ０３４１ － ０５８；巴延
三：《奏为遵旨查禁头陀行脚游方等类蓄发披垂事》，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３８４ － ０３０。



图 ７　 乾隆《南巡图》“过德州”局部

再看看官员的日常画像。 以《清史图典》中的插图为例，可明确看出清前期重臣李卫、李绂、岳钟

琪、蒋廷锡、鄂尔泰、福康安等人，无论身着官服还是便服，均是剃发造型。①

接下来看士大夫的画像。 金农（１６８７—１７６３），清代著名画家，中年后移居扬州，为“扬州八怪”之
首。 根据书画学者的研究，金农具有“特立独行、不愿为前人所束缚”的人格。② 但就是这样一个“怪
人”，晚年的自画像绘制了自己留辫子的形象（见图 ８），③足见即使再独立的人，也不敢抗拒剃发的政

策。 苏州大学图书馆曾整理了馆藏的清代人物图像，汇编为《耆献写真：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清代人物

图像选》一书，按照人物的时间顺序先后排列，其中除有些明遗民没有剃发，有些戴帽不好判断外，多
数士大夫的画像，如彭定求、李实、张伯行、汪士慎等，都是剃发造型。④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扬州、苏
州都曾激烈反抗清军统治，都遭到过残酷屠城，但当地士大夫仍然遵循清制剃发。

最后看看普通百姓的画像。 我们以日本《清俗纪闻》为例。 《清俗纪闻》是日本于 １７９９ 年出版的

关于清乾隆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福建、浙江和江苏等地风俗习惯、社会情况的调查记录，其内容来源于

日本方面对当时去长崎进行贸易的清朝商人所做的访问、调查。 日本方面为尽可能多获取清朝方面

的情况，除了详细的文字记载外，还命画工在清朝商人的指导之下，绘制了各种图像，其中就包括大量

人物图像。 因此，《清俗纪闻》是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普通民众生活的十分珍贵而可信的史料，
其价值毋庸置疑。

吉田直躬在《清俗纪闻》的序言中说：“抑夫海西之国，唐虞三代亡论也，降为汉，为唐，其制度文

为之隆，尚有所超轶乎。 万国而四方取则焉。 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
极沦溺。”⑤可见当时的日本人对清人改为辫发一事很不以为然。 书中的大量图像，除了幼童、僧人、道
士以外，其余成年男子的发式，无一例外为剃发留辫。 例如，卷二中有“水碓”等数幅反映农业生产的图

像（见图 ９），农人皆有发辫，可见这是真正反映农家现实的“耕织图”。 卷二中还有名为“剃头店”的图

像，卷七有名为“辫子·花帽·总角”的图像。 此外反映各种官民习俗、礼仪、生活的图像，如“福建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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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诚如主编：《清史图典》（雍正朝），《李卫画像》，第 ５８ 页；《李绂画像》，第 ６２ 页；《岳钟琪画像》，第 １１３ 页；《蒋
廷锡画像》，第 １１８ 页。 《清史图典》（乾隆朝上），《鄂尔泰画像》，第 ９ 页；《福康安画像》，第 １０７ 页。
朱良志等：《清气满乾坤———中国诗书画的高风峻节》，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２４ 页。
范正红：《中国书法家全集·金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２ 页。
苏州大学图书馆编：《耆献写真：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清代人物图像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４、
４６、４７、５７ 页。
中川子信编述：《清俗纪闻》“清俗纪闻序”，景清嘉庆五年刊本，台北：大立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４ 页。



船”（见图 １０）、“太岁庙打牛”、“浴堂”、“大轿”、“招饮先生之图”等，皆是留辫造型，不必一一列举。①

　 　
图 ８　 《金农自画像》 图 ９　 《清俗纪闻》中《水碓》图 图 １０　 《清俗纪闻》中《福建竞渡船》图

以《清俗纪闻》来参照亚历山大等西方画家所绘有关清朝官民的图册，二者正相合，可见亚历山

大等人并无所谓“想象”“夸大性描写”，而是正如亚历山大画册的编译者所说的那样，“大体上勾勒出

了一个 １８ 世纪末中国社会图形”。②
晚清时期，因存在众多画像及照片作为证据，人所共晓，不必再占用篇幅论述。
综上所述，“鱼文”所征引的用来论证清代剃发政策松弛的图像史料，无论在选择上，还是在解读

上，均存在偏差，导致其结论不能成立。 只要正确解读清前中期的图像史料，恰好可与文字史料形成

互证，更进一步强化了清代剃发政策都得到严格实施的结论。

四、“扬州十日”“江阴屠城”不是向壁虚构

“鱼文”在摘要中还说“大量明末野史中渲染的‘剃发易服’ ‘扬州十日’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

发’等历史叙事，都带有政治动员的色彩，与历史现实有较大差距”。 “扬州十日”等确为清末革命起

到了推动作用，“鱼文”所引朱新屋《〈扬州十日记〉与辛亥革命》一文亦有详细论述。 但是，“扬州十

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与历史现实有较大差距，同样是一个颇具震撼力的新结论。
“扬州十日”出自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直接取自书名，简洁易懂。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则出自托名韩菼的《江阴城守纪》，原文为：

（闰六月初一日）清晨，（方）亨行香，诸生百余人及耆老百姓从至文庙。 众问曰：“今江阴已

顺，想无他事矣？”亨曰：“止有薙发尔。 前所差四兵，为押薙发故也。”众曰：“发可薙乎？”亨曰：
“此清律不可违。”遂回衙。 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决不可薙也！”适府中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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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川子信编述：《清俗纪闻》卷二《水碓》，第 １８９ 页；卷二《剃头店》，第 １６３ 页；卷七《辫子·花帽·总角》，第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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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２０ 页。



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 亨命吏书示此言，吏掷笔于地曰：“就死也罢！”①

这段记载画面感很强，表现出江阴士绅对剃发令的强烈反感。 因抗拒剃发，坚守江阴城，最终城

破，被清军屠杀。 因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代指的就是“江阴屠城”。 “扬州十日”与“江阴屠

城”的真实性，中外南明史专家们从未怀疑过。 谢国桢、司徒琳、南炳文和顾诚，在各自的专著中，均
曾涉及“扬州十日”和“江阴屠城”，皆以《扬州十日记》和《江阴城守纪》作为核心史料展开论述。②

“鱼文”欲否定“扬州十日”“江阴屠城”的真实性，推翻上述南明史专家们的看法，应拿出过硬的

史料依据。 但遍览全文，作者没有列举出一条史料用来反驳，唯一勉强可称得上依据的是“在《中国

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统计，在清代文献中极少出现的‘扬州十日’一词，从 １８９６ 年起突然出现

高潮”。
屠杀民众属于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皇帝形象，清廷自然对此讳莫如深。 但是，清代官书如《清

世祖实录》中没有记载，并不等于没有发生过。 只要认真检视清代官私史料，便可知“扬州十日”“江
阴屠城”的真实性是没有疑义的。 篇幅所限，本文无法考订“扬州十日”“江阴屠城”的各个细节，仅依

据其他史料，论证“扬州十日”“江阴屠城”两事件的宏观真实性。
《扬州十日记》和《江阴城守纪》是记载“扬州十日”和“江阴屠城”两事件的核心史料。 但它们并

非孤证，有许多其他史料可以参照、互证，它们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史料，是“扬州十日”“江阴屠城”发生时或之后不久，其余亲历者的记述或依当时

回忆进行的转述。 它们和《扬州十日记》《江阴城守纪》互相支撑，共同构成当时最为原始的记载。 扬

州城陷落时，当时在中国的一个耶稣传教士 Ｍａｒｔｉｎｏ Ｍａｒｔｉｎｉ 做了如下描写：“富庶的扬州遭到清军的

攻击，扬州居民对这些鞑靼人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作为弘光政权最忠实的臣子，史可法有方略地防

守城市，抵御清军的进攻。 然而，不幸的是，在满人攻势面前他们最终遭到惨败。 守卫扬州城市的所

有部众，扬州城全部的平民都被清军屠害。 所有的房屋和设施亦被清军破坏和摧毁。 不久，城市血腥

恶臭弥漫，瘟疫流行，城内城外到处是堆积如山腐烂的尸体。”③康熙十年成书的计六奇《明季南略》
“史可法扬州殉节”一节：“忆顺治六年己丑仲冬十八日长至，予入城应试，有浙之嘉兴人同舟，自言久

居于扬。 予问清师破城事，彼云：‘我在城逃出者，稔知颠末……望城外旗帜信然，可法令开门迎入。
及进旧城，猝起杀人，有如草菅。 众知为清人所绐，大惊，悉弃甲溃走。 百姓居新城者一时哗叫曰：
［鞑子已入旧城杀人矣！］众不知所为，皆走出城。 走不及者被杀，凡杀数十万人，所掠妇女称是，无一

人得存者，扬城遂空。’”④Ｍａｒｔｉｎｏ Ｍａｒｔｉｎｉ 和计六奇的记载，皆是来自扬州屠城的幸存者。 《江阴城守

纪》也有旁证。 计六奇为江苏无锡人，其家距离江阴城仅四十余里，清军攻江阴发炮时，计六奇亦能

听到大地震动的声音。 由于有如此地利，故在写作《明季南略》时，“江阴续记”一节，就是根据难民口

述所记。⑤ 由于有来源不同的亲历者记录或转述，大大增强了其可信性。
第二个层次的史料，为清代扬州、江阴地方志中的记载。 清代扬州、江阴地方志的编纂，经过了官

府的直接介入，可以视为具有半官方背景的史料。 清代扬州、江阴地方志中，反映“扬州十日”“江阴

屠城”的直接和间接记载，亦非常之多。 例如，康熙《扬州府志》记载，张伯鲸“乙酉城陷，与夫人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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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韩菼（托名）：《江阴城守纪》，见邵廷采：《东南纪事》，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４６ 年，第 ４６ 页。 括号里内容为笔者补充。
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年，第 ７１、８２—８６ 页；司徒琳：《南明史（１６４４—１６６２）》，李荣庆
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４３、５２ 页；南炳文：《南明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１４—
１１８ 页：顾诚：《南明史》，第 １８６、２３３—２３７ 页。
Ｍａｒｔｉｎｏ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Ｓ． Ｊ． Ｄｅ Ｂｅｌｌｏ Ｔａｒｔａｒｉｃ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Ｎｏｖｕｓ Ａｔｌａ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ｒｅｎｔｏ： Ｍｕｓｅｏ Ｔｒｉｄｅｎｔｉｎｏ ｄｉ Ｓｃｉｅｎｚ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
１９８１． 见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朱修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８ 页。
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第 １５１ 条“史可法扬州殉节”，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第 ２０４—２０５ 页。
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第 ２０３ 条“江阴续记·难民口述”，第 ２４３—２５１ 页。



家妇郝氏俱及于难”。 叶弥广“至乙酉，以明经恩贡。 扬州城破，举家遇难。 弥广在金陵，闻变，痛不

欲生”。 吴氏“江都太学生程宇妻。 乙酉城陷，居家匿地窖中。 阅三日，被获，宇与二子同及祸”。 钱

氏“名淑贤，丹徒人……乙酉城陷，与卞女同死，而淑贤死尤烈”。 孙氏“乙酉扬城破，孙见执不屈，一
卒怒，将刃之。 已及颈，悯其老而止”。① 道光《江阴县志》中收入的徐德求《万骨茔记》记载：“去祝塘

镇三里，有万骨茔。 明鼎革时，瘗国殇处也。 顺治乙酉，大兵平江南，六月招抚常州。 江阴民独城守，
攻围且百日，城破，城中死者六万七千余人。 殁于郊野者，又七万五千有奇。”②地方志能如此记述“扬
州十日”“江阴屠城”，说明必经过了官方的默许或认可。

第三个层次的史料，来自清官修《明史》。 众所周知，清朝继承明朝获得大统，官修《明史》是对前

朝的盖棺论定。 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史事应如何书写，是高度敏感的问题，因此许多史事必然选择隐晦

不书。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明史》对“扬州十日”“江阴屠城”均有间接反映。 《明史》“史可法传附

任民育等传”记载：“（笔者按：扬州）城破，（笔者按：民育）绯衣端坐堂上，遂见杀，阖家男妇尽赴井死

……时同守城死者，又有遵义知府何刚、庶吉士吴尔壎。 而扬州诸生殉义者，有高孝缵、王士琇、王缵、
王绩、王续等。 又有武生戴之藩、医者陈天拔、画士陆愉、义兵张有德、市民冯应昌、舟子徐某，并自尽。
他妇女死节者，不可胜纪。”“侯峒曾传附阎应元等传”记载：“其时聚众城守而死者，有江阴阎应元、昆
山朱集璜之属……及松江破，大清兵来益众，四围发大炮，城中死伤无算，犹固守。 八月二十一日，大
清兵从祥符寺后城入，众犹巷战，男妇投池井皆满。 明遇、用皆举家自焚。 应元赴水，被曳出，死
之。”③《明史》采取这样的写法，有两个原因。 第一，“扬州十日”“江阴屠城”影响太大，人所共知，完
全不书或予以否认是做不到的。 因此只能通过“他妇女死节者，不可胜纪”“男妇投池井皆满”等曲笔

隐晦地记述。 其次，南明官绅史可法、阎应元、陈明遇、侯峒曾等人虽然都曾抗清，属于清朝对立面的

人物，但他们这类志士的坚贞不屈，可歌可泣，符合儒家“忠君” “爱国” “仁义”等道德观念。 清廷可

以否定他们的抗清活动，但却无法否定他们背后的儒家道德准则。 事实上，在江阴抵抗清军的阎应

元、陈明遇等人，在清代一直得到了供奉，《江阴县志》记载：“国朝乾隆四十一年，（笔者按：阎应元）赐
谥忠烈。 邑人旧祭于西城来二坊。 乾隆八年，改建祠于东城楼霞庵。 并祀陈明遇，又益以训导冯厚

敦，今名三公祠。”④因此，《明史》在为他们立传时，无法舍弃守城抗清这一体现他们人性光辉的顶点

的事迹。 《明史》的相关书写，恰说明“扬州十日”“江阴屠城”的真实性，是清统治者虽不愿承认，却
无法否认的。

清前期文网甚密，“扬州十日”和“江阴屠城”这类事件，在当时属于极为敏感的当代史，清廷采取

许多手段限制其传播。⑤ 但是，它们带来的深重记忆是难以湮灭的。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清前中期

许多官私文献对“扬州十日”“江阴屠城”都有记载。 反映其他清初反剃发斗争事迹的史料，数量也很

多，如清代记载“嘉定三屠”的文献，后人曾专门辑为一书。⑥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刊刻的张之洞《书目答

问》，就收入了反映明末清初历史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和《明季稗史》，而《明季稗史》十六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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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崔华、张万寿撰：康熙《扬州府志》卷二四《人物二·明》，第 ５２ 页；卷二五《人物三·忠节》，第 ５５ 页；卷二七《人物
五·列女》，第 ３５—３６ 页。 顺治二年为“乙酉”年，故多以“乙酉”指代顺治二年“扬州十日”一事。 以上仅列举了
康熙《扬州府志》中的少数记载。 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在论述“扬州十日”时，对《扬州府志》亦多有征引，可参
看第 １７—１８ 页。
陈延恩修，李兆洛纂：道光《江阴县志》卷一《建置》，第 ３８ 页。
张廷玉等：《明史》第 ２３ 册卷二七四《史可法传附任民育等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７０２４—７０２５ 页；卷二
七七《侯峒曾传附阎应元等传》，第 ７１００—７１０１ 页。
陈延恩修，李兆洛纂：道光《江阴县志》卷一五《名宦》，第 １６ 页。
乾隆五十四年，两江总督萨载奏缴的禁书目录中，就有抄本《扬州十日》。 见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６４ 页。
上海市嘉定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嘉定抗清史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就包括《扬州十日记》。①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为年轻读书人指点门径的工具书，所选择的书目及版

本，皆是常见易得的，足见在晚清时期，《扬州十日记》等在社会上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流传。 因此，
“扬州十日”和“江阴屠城”等事件，在整个清代的历史记忆从未中断。 清末革命党人以此用作宣传资

料，绝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长期“潜流”演变为“明流”的结果。 不应仅凭在某数据库中难以检索到

“扬州十日”四个字，就断言“扬州十日”在 １８９６ 年以前极少为人所知，１８９６ 年后才突然出现高潮。
至于《江阴城守纪》中说到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综合上文论述的宏观历史背景，可知这

一具体记载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更重要的是，这句话也非孤证，在嘉定抗清的地方领袖侯峒曾之弟

侯岐曾的日记中，有清廷关于发式“五等”定罪的记载：“一寸免罪，二寸打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

头”，另外“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② 侯岐曾日记的相关记载证明了《江阴城守纪》中“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的真实性。

综合多种官私史料，只能得出“扬州十日”“江阴屠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真实性无可

置疑的结论，它们和历史现实并无差距。 “鱼文”提出的观点，并无充分史料依据，和历史真相相去

甚远。

结　 语

本文有四个主要结论：剃发是清入关前对明朝战争中就长期实行的政策，一直视为纳入清朝统

治、服从清朝管理的最直观依据，清入关后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剃发政策，是入关前政策的自然延续和

扩展；剃发政策具有满人鲜明的文化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在整个清代都得到了严格执行，在大量

满汉文档案、实录中有明确记载，因此顺治帝亲政后，不存在松弛的可能性；只要正确解读图像史料，
就可发现有说服力的图像史料，无论官民，皆是剃发留辫形象，与文字史料相吻合；清初“扬州十日”
“江阴屠城”等反映清军征江南时的屠城行径，大量官方、私人史料可以互证，皆是历史真实，并非出

于向壁虚构。
通过清代剃发政策研究这一个案，还可提醒我们应注意历史学研究的创新应建立在全面、扎实、

可信的史料及全面、正确解读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就清史研究而言，重大的学术结论，应首先在满汉文

档案、官书等尽可能原始的史料中寻找依据。 亦应充分重视比较正反两方面史料，如此方能得出正确

结论。

（责任编辑：王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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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８０ 页。
侯岐曾：《侯岐曾日记》，丙戌二月廿九日，三月初一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５０４ 页。 见冯贤亮：《清
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学术月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第 １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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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ｌ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ｓｏｍ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ｖｉｅｗｓ． Ｌｉｓ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Ｌｖ Ｇｏｎｇｚｈｕ ａｎｄ Ｓｉｍａ Ｇｕａ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Ｏｌ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ｂｉｇ
ｒｏｌｅ． Ｓｉｍａ Ｇｕａｎｇ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ｏａｌ ｏｆ ａｂ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ａ ｓｈｏｒ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Ｄｏｗａｇｅｒ Ｇａｏ，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Ｓｉｍａ Ｇｕａｎｇ ｗａｓ 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 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ｈａｄ ｎｏｔ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ｅｘｐｅ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ｃａｍ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Ｓｉｍａ Ｇｕａ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ｕａｎｙｏｕ Ｒｅｉｇｎ．

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ｉｒｃｕ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ｗｉｔｈ Ｍｒ． Ｙｕ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ｎｇ
　 　 Ａｓ ｉｓ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ｓｈａｖｉｎｇ ｈａｉｒ ａｎｄ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ｂｒａｉｄｓ ｗｅｒｅ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ｕ ｃｕｓｔｏ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ｉｒｃｕ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ｓ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Ｑ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ｒ． Ｙｕ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ｃｏｎｃｕｂ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ｔｓ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ｃｏｕｒｔ ｐａｉｎｔ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ａｃ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ａｉｎｔｅｒｓ， Ｈａｉｒｃｕ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ｓｔｒｉｃ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ｖ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ａｄ
ｍａｊｏｒ ｆｌａｗｓ， ｓ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ｎｃｈ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ｉｒｃｕ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ａｎ Ｗｅｎｌａｎ̓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ａ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ａ Ｌｏｓ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ｆ Ｆａｎ Ｗｅｎｌ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ｍ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ａ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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